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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与评

视 点

2024年2月9日是中国农历除夕，下午5点多从智能信报
箱取回马自树先生著《文博赘言》一书，以急切的心情先逐一
阅看了书的目录，眼前一亮，第一感觉是全书内容丰富，信息
量大，实践性、理论性、时代性强。在以后的日子里，选读了一
部分文章，我深深感受到，就全书的价值和意义而言，远不是
马自树先生自谦的“文博赘言”而是阐述守正、传承、创新、发
展的正言，是见证历史之言，是一部新时代宣传文博工作正能
量的优秀著作。

在阅读中，看了马自树先生写的万余言小传式自序与后
记，对进一步了解该书著作的价值和意义有很大启发和帮助。
马自树先生从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毕业后，到中宣部工作，与
文博开始结缘，后到故宫博物院担任领导，具有了文博一线工
作实践和经验积累。到国家文物局担任领导十多年，仅有文物
考古司未曾分管。我在国家文物局综合财务司时，马自树先生
就是分管该司的领导。这些经历，使他兼具文博工作一线工作
经验和国家文物主管部门领导工作经验，这是十分珍贵的实
践经验，为撰写高质量文博文章奠定了重要基础，加之他深厚
的学养和理论功底，与时俱进的信念，促使他撰写了一批又一
批优秀文章。在出版该书之前，已出版了《文博丛谈》和《文博
余话》两部著作，现又出版《文博赘言》一书。文博工作实践守
正创新、与时共进，成就了马自树先生的系列著作，成绩斐然。

《文博赘言》全书分为文博篇、讨论篇、记事纪念篇、历史篇、

杂诗篇和附录，还附有20多幅珍贵照片。全书30
余万言。现从已阅读的文章中列举数篇谈些体会。

在“文博篇”有一篇《“让文物活起来”的要
义》的文章，提出了七点内涵要义。其中之一是

“要深入研究和阐释文物的深刻内涵，并以此滋
养观众，使观众有更多‘获得感’。”这一点，我认
为是“让文物活起来”的根本要求，也是前提，是
基础。文物是历史文化遗存，具有历史、艺术、科
学价值，内涵博大精深，不系统抢救、保护，不深
入挖掘价值，不系统研究阐释，就失去了“让文
物活起来”的真谛。七点内涵要义的最后一点是

“要利用现代科技手段来扩大文物的活动空
间”。我认为这一点就是要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和
多媒体传播手段展示、传播文物的历史、艺术、
科学价值、文物背后的故事等文化内涵，是“让
文物活起来”的重要形式之一。形式应该服务内容，缺乏文化
内容的形式，难以取得良好效果。

在“记事纪念篇”，有一篇《参加通过〈关于被盗或非法出口
文物公约〉外交大会的简况》，在《自序》中有一段“外交大会”，
两者互补，内容丰富。在“外交大会”一段中写道：“大会上讨论
的重点集中在两个问题上，一是追索的时效问题，……另一个
问题是对善意持有要不要补偿，补偿多少问题。”外交大会通过

的《国际统一私法协会关于被盗或非法出口文物
的公约》，是中国参与制定的第一个国际保护文
化遗产公约。我曾两次参加国际统一私法协会召
开的讨论、制定该公约草案的政府间专家委员会
会议，在最近做的“百科学术大家”系列访谈中，
我谈了当时在政府间专家委员会会议上，中国代
表就追索时效问题、善意持有人问题、追索人有
权在规定之外采取措施追索等问题提出的意见
和建议，在外交大会通过的公约文件中都有不同
程度体现。我也参加了外交大会，在中国政府代
表马自树在外交大会通过的公约最后文件上签
字时，我拍下了签字的珍贵影像（见书后图片7），
记录下这一重要历史时刻。马自树先生的文章，
是一份记载公约诞生的重要历史文献。

在“文博篇”中，有一篇《文物工作部分语汇
初识》，对“文物工作十六字方针”“处理考古与基建关系的‘两
重两利’方针”“大遗址保护”“文物保护单位”“文物保护单位

‘四有’”“不可移动文物修缮原则：不改变原状、‘修旧如旧’”
等17条语汇的来龙去脉和内容作了概述。阅读这些语汇，我认
为它们是文物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需要深入研
究的内容。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曾承担了 2007年度质检公益
科研专项项目《文物术语研究》课题。我参加了该课题研究中

期评审和结题评审。在国家文物局有关负责人、有关部门负责
人和各方面专家学者参加的终审会上通过了课题结项。但后
来未见正式出版。我认为在文物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
系建设中，应进一步加强对文物术语的研究和规范。

在“记事纪念篇”中，有一篇《跨国大案——追索英人文物
走私案记事》，自 1995年至 1998年详细记录了追索英人走私
文物大案的历程，曲折、复杂，艰苦斗争，事实清楚，内容丰富。
这是一次中国运用法律手段，辅之以外交交涉，取得追索3000
余件文物顺利回国的重要成果。“记事”是这次追索文物的真
实记录，是一份十分重要的、珍贵的历史资料，对研究文物保
护史，特别是关于追索文物流失史都有十分重要的价值。但感
到遗憾的是，目前文物部门没有一个专门收集、保管、研究、展
示中国文物保护史珍贵资料和实物的机构和队伍，与我国是
文物保护大国和70余年文物保护取得的重大成就极不相称。
李让、赵夏已撰文建议成立国家文物保护史资料馆，几年前我
也曾向国家文物局领导提出建议。新时代应有强烈的机遇意
识，时不我待，希望早日看到结果。

《文博赘言》
作者：马自树
出版社：文物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2年11月

早在人类诞生之时，动物在地球上生存
已久。与人类同行的动物种类众多，但猪无疑
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家猪源
于野猪，中国古代先民独立地驯化了野猪，家
猪从野猪种群分离出来后，人类针对家猪资
源进行了饲养技术的创造和发展，作为资源
的猪从饮食、肥料、原料、医药、礼俗等多个方
面为人类所用。可以说，家猪的驯化和饲养是
一项了不起的发明创造，它深刻地影响甚至
改变了中国乃至世界的历史进程。

中国社会科学院吕鹏老师长期从事动物考
古的研究。作为一名考古人，他用实际成果传达
出了考古人的热忱、严谨与敬业。其最新力作

《有豕白蹢：中国古代家猪的考古研究》一书，聚
焦于中国考古遗址中出土的猪骨遗存，应用动
物考古研究方法及相关学科的最新研究结果，
探讨中国家猪起源的时间、地点、动因和扩散情况等；家猪的饲养
技术与中国古代养猪业相辅相成，技术革新促进推动了中国古代
养猪业的发展，汉代开始中国家猪品种走出国门，对世界猪种改
良做出重要贡献；中国古代养猪业的发展与家猪的世俗之用相辅
相成，猪浑身是宝，它的每个部位都为人类社会的进步提供一定
的物质基础；此外，猪还承载了丰富的仪式和文化内涵。

为其有用而多产

就世界范围看，哺乳动物大约有5500种、鸟类有10000多
种，然而，家养动物的种类却少之又少，譬如：主要家畜不足20
种，除马、黄牛、绵羊、山羊、猪、狗之外，还有骆驼、水牛、羊驼
等，而主要家禽不足10种，包括鸡、鸭、鹅、鸽等。可见，并不是
所有动物都可以被驯化。猪能够被驯化且逐渐成为“六畜”之
一，在满足苛刻的驯化条件的基础上，更因其“有用”使然。

首先，猪是人类主要的肉食来源之一。“民以食为天”，饮
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于中国人而言，饮食不仅仅能满
足口腹之欲，更是关系人情、民生和礼俗，承载着重要的社会、
政治和文化含义。“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各地饮食与地理、气
候、生业、风俗、文化、时代和经济紧密相连，构成了中华大地
上丰富多彩的地域，可以说，饮食文化已深深植根于中国人的
文化基因。而在动物性食物当中，猪的性价比最高。猪是可以
移动的肉食库，猪皮、猪肉、猪油、猪血、猪骨还有猪的各种脏
器以及骨髓皆为食材。

在中国出土最早家猪遗存的河南舞阳贾湖遗址当中，猪
骨遗存破碎且数量较多，其死亡年龄结构以达到肉量最多、肉
质最好的个体为主。在发展过程中，猪作为肉食主源的地位虽
有所波动，但在东周至秦汉时期，家猪作为肉食主源已经定
型。明清时期，随着人口的增长，耕地被大量开垦和开发，猪以
其圈养而高产的优点重新回归“天下畜之”的地位。

其次，猪粪积肥的优势非常明显。粪量大；猪圈积肥收集方
便；肥性优，不仅能够提供农作物生长必需的养分，而且还能培养
地力和改良土壤；速效肥，不需发酵；等等。中国作为农业大国，因
地力关乎农作物生长，传统农业中最突出的问题就是肥料的来
源。在中国古代，有机肥料的来源主要是靠养猪来解决。养猪的目
的不仅是为人类提供肉食，而且是通过养猪将农作物的副产品
（如稻草、谷糠和麦麸）和生活中所产生的垃圾（如剩菜、剩饭、猪
粪甚至是人粪等）转化为粪肥，用于肥田和提高粮食产量。

商代晚期农田施肥已初具形态；东周时期农田施肥开始
普及；直至20世纪70年代，我国肥料的投入仍以有机肥（特别
是猪粪肥）为主。而近几十年来，随着无机化肥的大量使用，猪
粪已经由富有价值的肥料变成了主要的环境污染源之一。但
无可否认的是，猪粪在传统农业社会中确实发挥了十分重要
的增加地力的作用。

再次，猪其他部位在人类衣食住行及经济发展方面作用
良多。猪皮可以制革，做衣服、充当被褥；猪鬃具有良好的物理
性能，中国猪鬃产业曾在二战期间极为兴盛。家猪在生理和结
构等诸多方面所有的优势，使其具有重要的医药价值。

技术改良促发展

家猪起源之后，中国古代先民对其进行饲养和管理，并发
展出独具中国特色的、代表当时先进水平的家猪饲养技术，推
动了古代养猪业的发展。据研究表明，至少在北魏时期，中国
家猪的饲养技术已经相当完备且发达。

首先，放养与圈养相结合的管理方式。约束或管理猪的活
动范围的方式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时代的发展灵活选择。
在驯化初期，农业初起，农作物产量少，野外食物多，猪在外寻
食是很有效率的饲养之法，因此，以放养方式为主，此时猪以养
生植物为主食。当然，为了防止猪逃脱，人类会对猪施加一些禁

锢手段，比如套上脚绳。商周时期，圈养方式更
为普遍。商代晚期的甲骨文中有圈养猪的字形

“圂”，表明圈养方式的应用（不仅仅是猪，还包
括对马、牛、羊等动物的圈养）已经相当普遍地
出现于中原地区。圈养的猪不需要外出觅食，
保证了猪的食物来源，且可以更加便利地收集
猪粪以肥田。秦汉时期，圈养与放养相结合的
方式更趋完善和成熟。上厕下圂（猪圈）的建筑
形式至晚在战国时期已经形成。圈养与放养相
结合的方式延续的时间很长，直至20世纪70年
代，中国不少农村地区仍存有这种习俗。

其次，阉割与选育相结合的品种改良方
式。对猪的阉割技术，是中国古代养猪技术进步
的标志之一，是中国古代兽医技术的一项伟大
的发明。据研究，中国先民对雄猪进行阉割的行

为可能早到距今6800至5600年前的仰韶文化早期，甲骨文中
有阉割过的猪的专门文字——豖。阉割后的家猪既便于管理，
又有益于品种改良，且对猪肉量增长和肉质提升有重要作用。
就家猪选育的历时性和共时性变化而言，仰韶时期中原地区家
猪尺寸偏小，而北方地区家猪尺寸偏大；龙山时期猪种群的地
区差异不甚明显；先秦时期西辽河和长江下游地区猪种群的尺
寸偏大，可能分别跟地方品种家猪和野猪占有相当大比例有
关，而辽东、淮河中游和中原地区猪种群的尺寸较为接近，表明
这些地区可能存在较为广泛的家猪品种交流。商代晚期，出现
了新的家猪品种——殷墟肿面猪。汉代开始，家猪品种走出国
门，对世界猪种改良做出重要贡献。

再次，因地制宜供给饲料的喂饲方式。在中国古代社会，
猪是六畜之一，五谷丰登是六畜兴旺的前提条件，猪饲料的来
源主要是就地取材的粗饲料。放养时，“春夏草生”都能成为猪
的食物；圈养时，猪能将人类剩余物进行二次利用。改革开放
以来，随着经济的发展，猪的饲料转为含油更高的蛋白质类食
物，如大豆和玉米等。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

祭祀礼仪是中国古代国家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动物祭
牲及与之相关的礼仪活动无疑是其中最为重要的内容。中国
考古发现的动物祭牲多为家养动物。家猪早在驯化之初和饲
养早期阶段已在仪式活动中发挥作用。

猪是史前时期最常见和最主要的动物牺牲，猪牲频繁出
现，概因其相对更容易得到。而在考古发掘中，随葬猪的多少
与家猪饲养规模有密切关系。仰韶文化中期以来，猪已成为区
分社会等级和人群的标志物，其象征地位和财富的作用越发
显著，往往等级较高的墓葬才会随葬更多猪骨。可见，新石器
时代人类随葬或埋葬猪是一种有意识的行为，不同地区和不
同文化人群在不同时期存在差异，具体内涵可能包括巫术、祭
祀、财富、地位、肉食等多种因素。

周代以后，将社稷祭祀纳入国家礼制体系之中，祭祀用牲
逐渐固定化，用牲数量与人物身份地位相匹配。例如，唐朝中
央设太社太稷，为中祀，祭祀用牲用太牢（牛、羊、猪各 1），州、
县社稷祭祀为小祀，祭祀用牲用羊和猪。唐代规定祭品与官员
等级的对应关系，猪牲在三品和五品官员中以羊和猪组合的
少牢方式使用，六品以下官员单独使用猪牲。

此外，猪的文化内涵十分丰富。比如，猪是中华龙的原型
动物之一，猪龙的形象早在距今8000多年前的辽西地区即已出
现，主要是借用了猪的头部特征，为猪首蛇身；龙山至夏商时
期，方才奠定现在龙的基本形态。因为猪与“朱”、蹄与“题”谐
音，所以，古代有给考生食用熟猪蹄的习俗，意在熟悉考题、朱
笔题名。在中国古代汉字中，有“豕”方有家，陈豕于室、合家而
祀，这便是“家”的本义，也有学者认为家的本义为猪圈，或有猪
圈者为家，无论哪种解释，中国人都将猪和家联系在一起。

《有豕白蹢：中国古代家猪的考古研究》，从动物考古角度
讲述了家猪的起源、用途、饲养技术、文化内涵等，而无论哪个
方面来说，家猪的起源与发展都与人类活动密不可分。家猪起
源阶段，人类对家猪的驯化，一方面因家猪满足人类衣食住行
多方面的需求，所以人类有意识地选择猪作为驯化动物之一；
另一方面，家猪能够被驯化，也是其主动进入人类社会的选
择。家猪发展及地位确定时期，人类在充分利用家猪各部位及
其附属资源的同时，主动改进技术并进一步促进家猪品种的
改良。可以说，家猪与人类是相伴相行的。

（作者单位：大象出版社）

《有豕白蹢：中国古代家猪的考古研究》
编著：吕鹏
出版社：大象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4年1月

2023 年 5 月，由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
院编著，文物出版社出版的《华容车轱山
——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下文简称

《华容车轱山》）正式发行。该书系统收录了
车轱山遗址历次发掘的主要考古成果，是
洞庭湖平原东北部地区第一部史前考古发
掘报告，填补了这一区域史前考古的空白，
为研究长江中游新石器时代晚期考古学文
化格局、聚落形态特征和文明进程提供了一
批重要的资料。

车轱山遗址位于湖南省华容县三封寺
镇松木桥村，现存面积约2万平方米，遗址北
依长江，南滨洞庭，地处两湖平原腹心区域。
该遗址发现于 1969 年，1982、1983 年前后两
次发掘。2016至 2017年，湖南省文物考古研
究所又对车轱山遗址进行小规模发掘，并全
面清点、修复、整理、统计前两次发掘资料，发掘
报告即在此基础上整理出版。

车轱山遗址虽然规模不大，但延续时间长。从距今6000
年前的堆子岭文化，历经油子岭文化、屈家岭文化、石家河
文化和肖家屋脊文化，其年代下限为距今3800年左右，历时
约2200年，中间没有缺环和中断。通过进一步分析车轱山遗
址文化内涵，并结合近几年华容李家屋场、七星墩等遗址的
考古新发现，可以初步归纳该区域的史前文明演进过程。

多元碰撞：
堆子岭文化与大溪文化、油子岭文化三足鼎立

车轱山遗址 2016 至 2017 年发掘的第 7-10 层及开口
在这些层位下的遗迹、1983年发掘第6层大部分遗存和第
5层少部分遗存，都属于堆子岭文化遗存。常见陶器组合为
鼎、豆、钵，有少量白陶和彩陶。大溪文化因素较少，主要见
于1982年发掘简报公布的早期遗存，典型器物有宽折沿圜
底彩陶釜和曲领彩陶罐。也有少量油子岭文化因素，如
TS03W04第7层有一件壶形罐，还有1983年发掘的T4⑥：
1陶瓶、T4⑥：2石铲（钺），T4⑤、T5⑤出土的瓶、壶、罐、簋
等。总之，车轱山遗址最早阶段遗存以堆子岭文化为主，同
时包含少量大溪文化和油子岭文化因素。

距今6000年左右，长江中游史前文化格局呈现三足鼎
立的局面，澧阳平原和峡江地区所在的西部是大溪文化的
势力范围，北部江汉平原分布的是油子岭文化，东南的湘
江流域则主要是堆子岭文化的分布区。三种文化不可避免
地会产生交流、碰撞，湘东北地区是三种文化的交汇之处，
也是碰撞的中心。

逐步渗透：油子岭文化全面渗透到
湘东北地区和澧阳平原

这点在车轱山遗址表现得尤为明显。该遗址共有 200
多座油子岭文化墓葬。多数墓葬缺失层位关系，无法提供
具体层位学依据，但若干随葬陶器具有鲜明的油子岭文化
特征。值得注意的是，车轱山遗址只发现油子岭文化时期
的墓葬，而不见油子岭文化时期的地层和其他遗迹。因此
我们大胆推测，车轱山遗址目前归入堆子岭文化的部分遗
存很可能是油子岭文化人群使用的，这部分人群是外来的
族群，他们在生活上融入了当地，使用本地生产的陶器，但
是在葬俗方面坚持自己固有的传统，使用小型明器随葬。

油子岭文化作为稍晚的、外来的文化因素，从江汉平原
扩展到湘北地区，一方面在生活上适应本地堆子岭文化传
统，另一方面在葬俗上带来了北方新的文化因素。新旧传统
交锋的结果，是新的文化因素占据上风，逐步完成文化融合。

融合统一：屈家岭文化时期，
长江中游真正实现文化上的统一

车轱山遗址此时居址和墓葬出土遗物面貌上趋于一
致，典型器物组合是弦纹高领罐、双腹豆、双腹碗、圈足杯
和斜腹杯。也有少量壶、瓶类器，这延续了油子岭文化的因
素。车轱山遗址中豆和壶的形式多样，种类丰富，特征鲜
明。如豆除了双腹豆之外，还有折壁浅盘豆、内折沿敛口
豆、外折沿盘形豆，豆柄或圈足多装饰圆形、椭圆形、三角
形或月牙形成组镂孔。壶有小口、大口、细颈、粗颈、圆鼓
腹、扁腹、折腹、平底、圈足等多种不同形态。这些特征与汉
东平原地区的屈家岭类型有差异，而与澧阳平原和汉西地
区相似，应当归属为屈家岭文化划城岗类型。

此时长江中游地区文化面貌总体趋于统一，但不同地

区各有特色。社会内部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发展力，
使得屈家岭文化北上逐鹿中原，东进渗透到
江淮下游，向西深入到峡江和沅水中上游
的山区，分布范围广阔。屈家岭文化时期是
长江中游史前文化的鼎盛时期。

守正创新：石家河文化和肖家屋脊文化
时期，湘东北地区出现新的地方类型

前一个阶段车轱山遗址与洞庭湖周边
的其他遗址同属于一个地方类型，但到了石
家河文化时期，这个区域独立成为一个单独
的地方类型——石家河文化车轱山类型。这
个类型流行足面饰凹槽或凸棱或刻划纹的宽

扁鼎足、夹砂红褐陶厚胎的大口尊或缸、宽折沿
绳纹圜底釜等。

石家河文化时期车轱山遗址诸多文化面貌，尤其
是陶器特征体现出守正创新的特点。既延续本地堆子岭

文化以来的传统，又表现出各种创新。如宽扁鼎足足面上，
发展出刻划短浅槽的“麻面”、凸棱、凹槽等纹饰。夹砂陶缸
自大溪、堆子岭文化时期就已出现，到石家河文化时期，除
了数量增多，形态也更加多样，有直口直腹、折沿直腹、圜
底、平底等多种形态。

报告把车轱山遗址肖家屋脊文化时期的遗存暂时归入
孙家岗类型，但也注意到车轱山遗址所在的湘东北地区与
孙家岗类型存在不同。车轱山遗址出土较多夹砂红陶管状
筒形器，仅在相邻的七星墩遗址有所发现，而不见于同时期
其他遗址。七星墩遗址还发现铜矿石、类型多样的玉器等一
批新的文化因素，代表肖家屋脊文化时期的文化创新。

总之，车轱山遗址各时期考古学文化的发展演变过程，
是长江中游史前文明进程的缩影。距今6000年左右，长江中
游呈现三足鼎立的格局，大溪文化、油子岭文化、堆子岭文
化不断交流、碰撞、融合。距今5500年左右，来自江汉平原的
油子岭文化，成为三方角逐的胜出者，初步完成长江中游史
前文化的整合。距今5000年左右的屈家岭文化时期，长江中
游出现文化一统的局面，其内部虽有若干地方文化类型，但
似乎通过某种方式组织成为一个整体，并且不断向北向东
扩张。距今4500年左右，长江中游内部地方类型分化更加明
显。此时的石家河文化内部凝聚力减弱，对外也无力扩张，
其对外影响力明显不如屈家岭文化。距今4000年左右的肖
家屋脊文化继续创新，发展出以玉人像、玉蝉为典型代表的
肖家屋脊玉文化系统，并进而影响中原、北方和东方的诸文
化，成为华夏文明整体的一部分。

《华容车轱山》的出版具有重要意义。首先，车轱山遗址
是湖南最早发掘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之一，并据此提出石家河
文化“车轱山类型”，在学术史上具有重要地位。车轱山遗址考
古发掘报告的出版和近几年在华容七星墩遗址的考古工作，
进一步丰富和充实了车轱山类型的内涵，有助于重新认识石
家河文化时期长江中游地区内部的文化共性和差异。

其次，发掘报告的公布有助于重新认识堆子岭文化、
大溪文化、油子岭文化的分布边界。大溪文化和堆子岭文
化的交界应当就在华容车轱山和刘卜台两个遗址之间。车
轱山、李家屋场遗址以南目前尚未发现油子岭文化遗址，
因此可以确定华容地区是油子岭文化的南部边界。

最后，报告公布的资料是开展长江中游史前文化因素
研究的重要材料，有助于重新认识堆子岭文化、油子岭文
化、屈家岭文化的内涵。四座形制独特的肖家屋脊文化陶
窑，在湖南属于首次发现，是研究该文化手工业专门化的
重要实物参考。

此外，报告也有一些小的瑕疵。表一四、表二〇夹砂陶
和夹炭陶的分列线错排；图四九三～图四九七各层遗迹分
布图中的部分遗迹线条未闭合；编者对部分堆积单位的年
代和文化属性判断值得商榷，如H39出土矮领广肩罐和弦
断篮纹陶片，应属于肖家屋脊文化遗存，但表五一将其归
入石家河文化遗迹。

尽管存在些许美中不足之处，但瑕不掩瑜。《华容车轱
山》对研究长江中游地区距今6000年以来的文化格局和文
化发展趋势具有重要意义，是长江中游尤其是湖南地区文
明化进程研究的重要参考资料。
（作者单位：湖南艺术职业学院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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